
那时。

1948 年我结婚时正值战争年代，得过且过，婚事
简办。 新房里必不可少的一张床，还是我父亲用过多
年的旧铁床，两侧床架铁管上油漆脱落、锈迹斑斑。
我铲去锈斑，涂上几两散装漆，旧床翻新，成了新房
里一件像样的家具。 后来床上多了个孩子，床架又有
了锈斑，我也没工夫去打理它了。 不料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 这张睡过我家三代人的旧铁床却招来了一场
风波。

那时社会上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凡是带铁的
东西都被搜罗一空， 石库门上的铁环， 弄堂口的铁
门，还有晒台上晾衣服用的铁架等，都被拆下来投进
“炼钢炉”。

炼钢炉的肚子是永远填不饱的， 公用场所带铁
的东西被拆光后，就转向居民家里。 有一天，3 个里弄
干部来到我家，动员我把这张铁床卖给废品收购站，
以支援大炼钢铁。 我表示为难，因为家里只有这张铁
床，卖掉了全家人怎么睡？ 不料，一个年轻干部竟不
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难处， 把棕棚放在地板上不
照样能睡！ ”听了这般不近人情之言，我一时竟答不
上话来。 倒是一个有些岁数的女干部，觉得这样说确
实不妥当，就开导我说：“办法总是有的，可以去买两
条长板凳来替代床架子。 只要把棕棚往上一搁，不就
是一张床了？ ”

那年头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供应紧张， 木制品更

是稀缺物资。别说要买两条新的长板凳，就连废旧
木料都当作宝贝，居民生煤球炉用的“引火柴”，都
要凭户口本去指定的专业商店按人口限量供应，
想多买一小块都不行。 这自然成了我拒绝卖掉铁
床的理由。 于是，这位女干部又出了一个主意，叫
我向居民委员会打一份书面报告， 说明要买板凳
的理由，经居民委员会审核盖章后，按“特殊照顾”
就能买到板凳。

她说的办法虽然管用， 可这张铁床除了两根
三角铁有些分量，两侧床架全是薄铁皮管子，当废
铁论斤卖给回收站也不值几个钱。 将铁床换成板
凳还要赔钱， 我于是回绝不卖。 他们见我如此坚
决，看来一时谈不成，叫我好好“思想斗争”一番，
过几天再来听回音。

几天后，他们原班人马再次登门，我还是一句
话：“不卖！ ”他们知道这场戏唱不下去了，却奈何
我不得，只好板着脸悻悻而去。这张铁床历经风波
终于保存下来，又用了多年。

后来我生活改善了，就买了一张新式木床，替
换了这张旧铁床。一天，我小舅子说孩子大了想添
一张床，我就把铁床送给了他。至今又是几十年过
去了 ， 这张铁床可能真的回炉熔化
了。

（摘自《上海滩》第 3 期 洪光祥/文）

1956-1959 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
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
只是 1959 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

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
不断涌现出来。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
还是颇为丰盛的。 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
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
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
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

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 有一位
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
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 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
难请。 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

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
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
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 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
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摘自《书屋》 资中筠/文）

那年。

饥饿岁月里的“吃相”

责编 / 刘文
美编 / 胡 晴 照排 / 姚慧 校对 / 钟智勇

２０１2 年7 月 13 日 星期五
第 28 期15 忆２０１2 年7 月 13 日 星期五

第 28 期语 02责编 / 王恒
美编 / 胡 晴 照排 / 姚慧 校对 / 李琳娜 ▲ ▲ ▲ ▲

我“学历羞涩”，196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
尽管这所学校后来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学院 （现首都
师范大学），但我只念了两年专科，就分配到北京十三
中担任语文教师。

至今我填写任何表格，上面若有“学历”一栏，只能
老老实实地写明“大专”。

从北京师专毕业到北京十三中任教， 吸粉笔末有
13 年之久。 之所以能写出《班主任》，当然与这 13 年的
生活体验有关。

师专学历，中学教员出身，这是我的“软肋”，鄙我
厌我恨我嫉我的人士，总是哪里软往哪里出拳。

宿 命
“那么，1959 年你考大学的时候，怎么就只考上了

师专呢？ ”这是无恶意者常跟我提出的问题。 很长时间
里，我无法圆满地回答。

因为，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各科成
绩一直不错。就在高考前两三个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小喇叭》节目播出了广播剧《咕咚》，那剧本就是我编
写的。 而在那以前，高二的时候，《读书》杂志刊出我一
篇书评《谈〈第四十一〉》，到高三，我的短诗、小小说，常
见于《北京晚报》副刊版面。 是高考时失误了吗？ 考完
后，对过标准答案，挺自信的。是志愿填得不合理？很可
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那一代青年，以服从国家分配为
己任，只考上个师专，倒霉，但还是乖乖地去报到。

记得收到师专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拿给母亲看，她
说了句：“我总觉得我的孩子能上北大。 ”我伤了母亲的
心。 然而最深的痛楚还是在我的身上。

上师专，教中学，这也许是我的宿命。
告 密

1996 年春天，六十五中高中同班同学里的热心人，
组织老同学聚会，地点是在当年班长李希菲家里。

过了午，李希菲把我单独叫进房间，还关上门。 “你

知道高中毕业后你为什么
没考上好大学吗？ ”李希菲
问我。

她细说端详。 原来，起
因竟是《风雪夜归人》！

1957 年夏天， 那时上
高二， 一天中午， 在教室
里， 我和一些中午不回家
的同学闲聊， 我说到北京
人艺演出的《风雪夜归人》如何精彩，正在兴头上，忽有
一同学截断我说：“你别吹捧《风雪夜归人》啦，吴祖光
（该剧作者）是个大右派！ ”

据说，当时我说出了这样的话：“是吗？ 吴祖光是右
派？ 啊，吴祖光要是右派，那我也要当右派！ ”

这样的言论，事后被那个同学汇报给了组织。
1959 年高中毕业前夕， 要给每一位同学写政治鉴

定。 那一年，对于政治上有问题的毕业生，在鉴定最后
要写上“不宜大学录取”字样。 李希菲虽然不是政治鉴
定的执笔人，但写每个人的鉴定时，作为可信赖的青年
团员、班长，她在场。

她见证了那一刻： 因为有我说过 “吴祖光要是右
派，那我也要当右派”的文字材料，于是，我的政治鉴定
的最后一句就是“不宜大学录取”。

我听得发愣，她却意犹未尽，跟我说：“你知道是谁
揭发你的吗？ 我清楚。 你要我告诉你吗？ ”

我立即制止了她。
现在回想往事， 我甚至想深深感谢那位告发我的

同窗。 如果不是他或她的告发，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
生命轨迹，我如果没有上师专，没当中学教员，后来又
怎么写得出成名作《班主任》？

（摘自《风雪夜归正逢时》 刘心武/著）

“可怕”的师专学历

“文革”期间，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形势一
片混乱，但当时人们听到的却是众口一词：形势一片大好。 这显然
是弥天大谎。

谈到说谎，我联想起了日前读到的《资治通鉴》记载的唐僖宗
时蝗虫不食稼之事：秋七月，蝗虫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 京兆
尹杨知至奏“蝗虫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 宰相皆贺。 蝗
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不管宰相
们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反正摊上这样一群糊涂蛋，老百姓算是
倒霉透了。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 从唐高祖
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发
生相当范围的蝗灾。 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闹
一次蝗虫，遍及全国，为害无穷。 “开成元年夏，镇州、河中蝗。 二
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 三年秋，河南、河北
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 五年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
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 占曰：
‘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自欺欺君，无过于蝗虫不吃稼。 杨知至欺人，天子信之，宰相
贺之，这大概是唐代君臣所创造的精神自慰法吧。 这比起治蝗救
灾来看，当然省事得多。 遮天蔽日的蝗虫，居然在僖宗所居的京师抱荆棘
而死， 可能是因为蝗虫之害怎么也比不上帝王之害， 大概蝗群惭愧而死
吧! 末世唐朝，国势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已经没有了直面灾难的勇
气、全力抗灾的力量，只有寄托于侥幸，寄托于幻想。 而当侥幸和幻想都不
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 给《资治通
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
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
而成习，其来久矣！ ”至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全国到处
“放卫星”，吹牛、撒谎、说大话不脸红，也许就是“蝗虫不食稼”这类谎言的
变种吧。 （摘自《中老年时报》5.10 范群/文）

“中国人素质低， 所以中国不应当
……”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如果
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
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

什么叫“素质”呢？ 直觉的解释是“文
化水平”。 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
率现在只有 4.08％，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 另一项研究显示，中国 18.3％的 25 岁
到 34 岁的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高于捷克 (15.5％ )、土耳其 (13.6％ )、巴西
(10％)等国家。 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
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那
恐怕就是指合作精神。 据说中国人“一盘
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明证。

一盘散沙的社会， 就是没有机油的
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有不少研
究者指出， 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
散沙。 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
往网络和自治传统。 村里需要修个路、通
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
三和李四闹个矛盾， 族长或者乡绅往往
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
街， 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
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

锣鼓。 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 中国人不爱排队，

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低， 所以，中
国民众需要被“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管束起来。 成龙大
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

我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
觉排队。 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
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 也许有人认为
“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那
么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可能一
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元而锒铛入狱，明天没准又看
到强行拆迁逼得一个人上访自焚。 如果某些官员经常
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 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
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
毕敬尊重规则？ 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
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也是更多
地源于某些制度原因。 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
在一夜间改变文化，但是，对僵化制度的变革，至少可
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需要
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 那
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的人，也许
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更应该……”。

（摘自《青年博览》2012 年第 10 期 刘瑜/文）

素
质
的
困
惑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
《论语·子路》里说的这句话常被人引述。 但是，
对这句话具体涵义的理解常有许多不同，甚至
存在一些曲解，有必要进行一番辨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孔子的原意。孔子说的“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讲如何处理人际关
系的。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
意。”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
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
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然而，一些人
在加以引述时， 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或者说明显曲
解的情况。

曲解之一，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
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 许多人
都忽略了另一种“不同”，即异质的、对抗性的不同，
而这类“不同”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无视异质“不
同”的存在，一味幻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
不相悖”，在实践上肯定是有害的。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则的。孔子所说
的“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是有原则的。
做人须有原则，须明辨是非，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也

适用于对“和”的把握。 当然，就人伦关系而言，封建
社会基于礼制之 “和” 与现代社会基于人人平等之
“和” 是有质的区别的。 但无论如何，“和而不同”的
“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道义的原则
的。

曲解之三，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
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是将
“和”专属于“君子”，而将“同”专属于“小人”，这很容
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和”与“同”是相对立的。
事实上，“同”也不是与“和”毫无关系的。如果说“和”
需要某种“不同”因素的话，同时也需要“同”的因素，
而况且许多事物都是“异中有同”的。“同”并不可怕，
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 可以说，
“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
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孔子所反
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
“苟同”。因此，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的认识是
不正确的。 （摘自《人民日报》7.5 边家珍/文）

“和 而 不 同 ” 辨 析

一件事情发生后，当很多人无法借助传统媒体
来了解真相，却要借助于外媒报道，借助于微博上
的碎片化信息去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事实时，传
统媒体很难不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当网上很多所
谓传言一再被证实为并非捕风捉影，而传统媒体却
看不到半点事
实 端 倪 时 ，网
络在公众心中
很难不跃升为主流。每每看到一些传统媒体在热点
新闻上的话语缺席，作为纸媒从业者都感到无比痛
心，这完全是将话语权轻易拱手相让，这边舆论场
的沉默，是在将信息传播的主导权让给另一个舆论
场。事情一旦发生了，是无法假装看不见的，毕竟当
下的信息渠道是如此多元！

今年全国两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有一段精彩论述，他说：随着网络微博等的迅速发
展，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通讯社”，这对宣传部门
是新的挑战。 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想捂住，反倒会越
描越黑。 现在发生问题的，大量还是第一时间没有
权威声音，或者第一时间不准确，然后第二次第三
次修补，造成一次次的冲击波，越弄越被动。李长春
同志希望大家转变思想观念，公开透明地应对。

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过
一些政府部门对负面新闻往往采取“捂住”而不让
媒体公开报道的做法。 他说，在信息传播还受到比
较大局限的时候，瞒报还是可能的，但现在要想“捂

住”新闻是越来越难了。
假装看不见，并不会真让公众看不见，仅仅只

是将传播权和主导权白白出让了。 纸媒不关注，网
媒会关注。 假装看不见的结果，只会将问题越捂越
大，甚至导致问题失控。 比如，网络传播虽然很自

由，但可能并没有
“有人把关的传统
媒体” 那么规范，

将一两句话断章取义地提出来做成标题，将片面的
图像经剪裁贴出来，将事实扭曲，混乱和碎片化的
传播中，事实会被越描越黑。 而且，传统媒体的沉
默， 会使受到压制的舆论产生一种强烈的逆反心
态。 这种遮掩，向舆论传递的是一种此事“必有黑
幕”的暗示。 带着这样的情绪去解读，无阳光，无公
信，无论此后政府作多少补救，公布何种“真相”，民
众都难以相信。

媒体的监督，记者的追访，媒体无障碍地报道，
并不是官方的敌人， 恰恰是在塑造官方的公信力。
传统媒体不见新闻，表面上看是传统媒体失去话语
权，其实，真正失去话语权的是政府部门。

不要指责“不明真相”的民众过度依赖网络和
微博。有事上微博，而不是看传统媒体，这不是媒体
的悲哀，其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大问题。 假装看不
见，欺骗的只是自己的耳朵，牺牲的是自己的嘴。

（摘自《中国青年报》7.4 曹林/文）

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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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行。

作为外交部翻译室的“翻译国家队”成
员，施燕华、张维为、高志凯等只要回忆起
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便眉飞色舞。

张维为觉得，现在的翻译工作，没有以
前那么困难了。 比起邓小平那代领导人，现
在的“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 “邓小平和李
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 都没有讲话
稿”，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现场的判断很
重要。

事实上，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各
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
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就很难听懂 。
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 差点令施燕华出
洋相。 ”张维为说。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
本。 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
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
《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
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 但是听着听着，越
来越觉得不对劲，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
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 “四川普
通话” 施燕华认为已是非常好
懂的了，也不免有听力盲点：在
四川话里 ，四 、十不分 ，因此在
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 ，施
燕华一般用猜。 “如果我觉得是
四，就说‘四’，同时伸出四个指
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
说‘不对，是十’。 ”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
尬。 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
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
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部长的
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 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
诉他是“失误”。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
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
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
成英文。

另一次， 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 使用
“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
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
来。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
朱镕基“抢白”。 那是朱镕基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
问时，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
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 ”
张建敏将此句译为 “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
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

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示法院，他们
是独立办案的）”。
(摘自《文史博览》2011 年第 12 期 薛田/文）

中
央
领
导
人
的
翻
译
不
好
当

﹃
听
不
懂
﹄
和
﹃
翻
不
准
﹄

父亲（胡耀邦）认为，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
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 然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
父母职务的方便，不法经商牟利，在群众中引起了越来越
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

那是 1985 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
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 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

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
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
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 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
作出批示。 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
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那位领导的身体， 为了避免
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 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
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 办案
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
金，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

执法的严肃无情，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也第一
次震动了中国领导的最高层。

（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
邦》 满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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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我们什么时候能远离低俗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突然发现低俗

正悄悄向我们袭来，上自媒体，下至个人。
譬如诺贝尔奖我们拿不到，就在媒体上炒
作获得诺奖的是华裔。 于是，我们中国人
似乎也沾上了光。 美国来了个新任驻华大
使骆家辉， 有人发现他有中国人的血统，
就断言他一定亲华。 国内有演艺单位偶尔
去了一次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回来以
后就大吹大擂说 “征服了国外观众……”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虽说媒体的报道不一定就代表着媒
体自身的观点，但这种明显带有偏颇倾向
的言论，其实媒体不理也罢。 但既然选择
刊登了，那就脱不了低俗的嫌疑。 媒体如
果自身不浅薄， 那为什么要帮衬着去炒
作？

再说说个人。 大庭广众，口无遮拦，自
爆隐私，抖搂秘籍，上至床笫之欢，鱼水之
合，下至家长里短，生儿育女，均乐此而不
疲。 显摆自己还嫌不够，又再窥及他人。 见
面先问：买房买车了否？ 媳妇、女婿是否白
领？ 年薪几何？ 外孙、 孙子是否上贵族学
校，出国了没有？ 甚至提醒人家“对老人要
多看着点儿”等等。 看似热心，实则显摆，
在热心之后意在抬高自己，全然不顾及别

人的感受和自己的无聊。
低俗与浅薄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却是

一对孪生子。低俗的人必浅薄，浅薄的人也
高雅不到哪儿去。 低俗的人自己往往不以
为是低俗，反赖人家是另类。有人长得还算
有模样，但不能开口，一开口便露馅儿，老
公老公地随口叫，就差没有任人唯夫。 唉，
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有人拿肉麻当有
趣，拿浅薄当资本，不知世间低俗究竟为何
物！

这种现象的产生，自有其生存的土壤，
但归根结底还是缺少了文化的底蕴。 文化
固然与经济有关，但经济买不来文化。看看
我们的周围，这种低俗现象其实并不少见。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 至少在
这二三十年中，我们不用害怕中国，因为中
国在这二三十年中， 还没有可能输出能够
影响世界的文化。此话虽不好听，但也绝非
戏言。倘若我们电视里的“娱乐频道”，我们
报纸上的“娱乐版面”，我们街头的洗脚店、
卡拉 OK、按摩房仍然兴旺，而书店、图书
馆依然冷清，那么市侩哲学、低俗文化必然
大行其道。 纵然我们的 GDP 再增长，奥运
会、世博会办得再精彩也没有用。

(摘自《杂文月刊》7 月（上） 钱渊/文）


